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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式环境治理何以有效?
———基于中央环保约谈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张振波，邢俊翼，孙 璇
( 南京审计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动员式环境治理高度依赖层级官僚体系的动员响应和政策遵从，其有效性取决于地方主责官

员所面临的复杂治理情境、纷繁条件约束及其相适做出的策略性环保行动。本文以中央环保约谈为案

例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动员式机制达成有效环境治理的影响要素及其多重并发下的复杂作

用机制。结果显示:主责官员更迭能够震断政企合谋联结、打破裙带共谋关系，有利于地方政府积极响

应动员、施行严格环境管制，但实践中需要注意官员更迭影响动员的时效性特征; 常规环保监管机制能

够承接起中央动员力量“退场”后的施压主体角色，并通过进一步的政策转换和次级官员动员持续推动

压力变现，因此，动员式环境治理的施行不能脱离常规性环保监管机制建设过程，要实现科层治理之制

度化、规范化与动员治理之有效性、灵活性之间的平衡与嵌构; 多元参与下的协同共治是动员式机制实

现有效环境治理的重要条件，动员式环境治理要以舆论压力和社会参与为保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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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立论与提出

动员式环境治理，亦即上级政府部门突破常规运行的环境监管体制和政策传达模式，通过引

导、规诫乃至强制手段与下级政府部门达成“认同聚合”，从而动员地方官员自觉遵行上级环保意

志和政策要求，自主集聚政治、行政与社会资源实施有效环境治理［1－2］。以自 2014 年施行至今的

环保约谈机制为例，从其发起和运行逻辑看，中央环保部门通过直接、公开约谈地方党政主责官

员，以行政层级较高的“条”诫勉和警示行政层级较低的“块”，通过订立“军令状”和失责惩戒可信

承诺的形式，明确和强化地方官员落实环保政策的主体责任与紧迫意识，以促使其采取有效治理

措施、快速改善区域环境［3－4］。同时，作为环保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种组织调适与体制创新，环保

约谈机制愈发常态化、规范化乃至制度化［5］，成为一种常态化和制度化施行的非常规治理模式［6］。

12

［收稿日期］2022－0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间博弈及其规范研究”( 21CZZ016)
［作者简介］张振波( 1990—) ，男，山东滨州人，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与区域

治理。



可见，动员式环境治理区别于传统常规环境治理抑或运动型环境治理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其高度

依赖层级官僚体系中主责官员的动员响应和纵向压力变现，能够跨越传统条件权力和职责关系建

立纵向行政沟通，以“借势赋能”传达紧迫环保政策指令。

正因为此，虽然动员式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环保政策在行政层级纵向传达和职能属性横

向扩散中的“失真”与不完全执行问题，但其治理有效性却高度依赖于自下而上的权威服从和动员

响应，尤其受制于地方官员( 作为被动员的环境治理责任主体) 自身的纷繁特征以及因此而产生的

认知差异和对复杂关系的不同处置方式［2，7］。亦即，地方官员在受到中央环保部门约谈并施行响

应性环保措施时，可能会受到其所面临的晋升激励强度、政商合谋关系、行政自主裁量空间、经济

增长及财政压力等多重因素的交叉影响［2，7－8］。本文甄别并分析这些因素对环境实际治理成效的

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有利于更为深刻地认识动员式环境治理体制，并切实推进环保约谈机制的

建设与完善。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却鲜有关注影响环保约谈有效性的不同要素及其组合作用路

径［8］，更未有探讨地方官员基于不同政策情境的策略性响应逻辑的相关研究［9］。为此，本文结合

动员式治理理论框架和地方官员所面临的制度空间与动员施行下的响应策略，探析环保约谈达成

有效治理的影响要素及其多重并发下的复合作用机制。

二、文献述评与理论基础

1． 文献述评

现有相关研究普遍探讨了动员式治理施行的制度与现实背景，如常规官僚体制失败［1］、基础

制度能力阙如［10］、治理工具有限与治理资源不足［11］乃至作为行政习惯的特有政策工具［12］等; 对

这一模式的施行逻辑也多有探讨，包括环境威权主义实践特征［13］、压力型纵向权力关系［14］、结构

性层级协同［15］以及“行政吸纳运动”［11］等。相比较而言，对于动员式治理模式的有效性问题却存

在鲜明的研究张力:理论分析因循治理场域转换而整体趋向“政权与官僚运作－基层公共治理”两

重维度分化延伸，其对于治理有效性认知也分别持守“合法性建构－实际治理绩效”两类迥异评判

标准。

围绕本文所关注的动员式治理绩效评析，其鲜明的“短期高效”特征被现有理论演绎［1，12，16］和

实证分析［3，9，17］所普遍论说与检证。在进一步剖析其何以有效的研究中，已有案例分析通过个案

深描得以厘析影响其有效性的关键要素 ( 如官僚控制与制度能力［6］、注意力分配与政治激励强

化［18－19］、组织调适与权责重构［20］、层级合作与职能协同［15］、多元参与下的政策网络建构等［4］) ，定

量统计分析也能够基于大样本考察单变量的影响“净效应”( 如官员更迭与政企关系［2，7］、权力位

阶与经济约束［21］、纵向环境规制与监管［22］、层级要素支持［23］及公众参与［24］等) 。不同的是，王蓉

娟等基于多个环保约谈案例的成效差异，比较分析了政府、企业及社会三方主体影响环保约谈有

效性的行为逻辑及其组合路径［8］，拓宽了动员式机制的分析视域和主体范围，但同时也显现出后

续研究基于理论聚焦开展特定主体深入分析的鲜明必要性。总的来看，上述研究中，虽然个案研

究常因无法融通其他案例而陷入外部效度阙如的争议之中［25］，而定量分析又难以回答动员治理

有效性作为复杂问题的因果路径与多因素并发问题［26］，但这些研究作为基础和支撑，有助于下文

建构理论框架以诠释动员式环境治理的有效性逻辑。

22

张振波等 动员式环境治理何以有效?



2． 理论基础

观察环保约谈机制的运行逻辑，可见动员式环境治理模式高度依赖于地方官员因应复杂行政

情境和多元制度环境所做出的动员响应行为策略。具体而言，在中央环保部门实施约谈动员后，3

个方面的因素直接或间接决定了地方主责官员的响应成效: 一是层级政治权威和监管部门的干

预，其通过更迭下级官员而震断行政常规或强化常规监管而增加环保压力［2］，从而提升动员敏感

性和响应一致性;二是社会公众的响应与参与，其形成了来自官僚体制之外的监督与舆论压力，弥

补了“体制内动员”信息不对称、压力不统一以致响应仪式化的不足［1］; 三是地方官员所面临的决

策与治理情境，其决定了官员个体在增长与生态之两相权衡中的环保偏好以及在环保成本与绩效

产出之双重考量中的行动选择，从而间接影响了地方官员响应中央环保约谈的完整性与持续性。

本文据此提出动员式治理有效性分析的理论框架( 见图 1) 。

主责官员更迭。在干部管理体制中，任期制与异地交流制度是强化纵向官僚控制、提升国家

治理有效性的关键技术手段［27］。官员更迭能够克服地方主义、重塑政企合谋关系、型构环保政策
偏好①，从而强化纵向政治权威、实现中央环保意志的有效传达和落实［13，28］，表现出对中央环保约

谈的更高的动员响应度和治理敏感性。

社会舆论压力。不同于传统运动型治理模式的环境威权主义特征，中央环保约谈除了呈现鲜

明的官僚动员性和非常规性特征之外，还力图构建一种基于社会公开的政策网络执行模式，通过

达成社会共识、形塑整体性压力体系以强化内部动员的外部效应［4－5］。而环保约谈的这一公开性
特征，也被认为是其能够取得显性治理成效的关键所在［8，23］。

层级监管压力。学界普遍注意到，近年在环保领域所施行的动员式治理，其显著变化就是更

加依赖抑或愈发融合于不断自我强化和高度纵向响应的官僚体系［6，23］。地方政府会主动加强对

下级政府的环保监管乃至发起地方性环境整治运动，以完成中央污染减排环保责任指标，巩固中

央动员式环境治理的长期成果［14］。尤其应注意到，根据环保约谈一般程序，约谈后约 20 天内被约

谈城市需向中央环保部门报送整改报告并抄送省级政府，中央环保部门在完成跨省级施压后便回

归传统科层官僚系统，此时省级政府承接了中央所发起的运动式治理的影响力，并通过环保绩效

考核和生态破坏问责等制度化形式继续向下级政府施加环境治理的政治压力。

经济增长约束。长期施行的财政分权与行政发包央地关系体制和增长导向的晋升锦标赛激

励模式，催生出地方“发展性政府”行动逻辑，即以推动经济发展为目标、以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

性主要来源［29］;再加之生态环境治理的长期投入需求及其对工业企业的挤出效应，都使得中央环
保政策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被扭曲或不完全执行［30］。在长效环境治理与高速经济增长的两相权衡
中，高增长区域实施高强度环境规制所承受的经济成本更高［31］，进而影响环保约谈治理机制的动

员成效。当然，这一关系路径会因支撑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差异而有所不同。

产业结构约束。环境规制与环保政策的实施成效，对区域产业结构呈现出高度敏感性［32］。以

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被认为是大气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13，33］。动员式环境治理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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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别是对于具有鲜明环保取向的主责官员而言尤为如此。例如，若前任官员因污受责，则后任官员将更为关注环境问题; 更
何况近年来越来越多环保系统官员开始主政地方( 如两任环保部长陈吉宁和李干杰分别于 2017 和 2020 年就任北京市市长和山
东省省长) ，无疑更能增强地方政府的环保政策偏好。



成效的产业约束效应，体现在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区域产业结构越集中于制造业和建筑

业，则地方政府受到环保约谈政策冲击时，越能通过短期内停工停产等形式快速实现改善环境; 另

一方面，第二产业占比越高，则地方政府越难以承受严格环境规制所带来的短期经济成本，长期而

言其环境治理难度更大，动员式环境治理模式的实际成效也越难以持续。

图 1 动员式环境治理模式之有效性阐释的理论构型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中央环保约谈为案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 方法对有效动员式环境治

理的前因条件进行分析，该研究方法综合了定性研究方法基于案例研究的典型性、深入性和切题

性以及定量研究方法基于大样本群体的统计显著性和普遍解释力，其以案例研究为导向、以集合

论思想为核心逻辑，通过实证资料与相关理论的不断对话、从小样本数据中建构出研究议题的因

果性关系［25，34］。考虑到动员式环境治理成效之前因条件的“多重并发因果”特征，fsQCA 是更为适

用的分析方法［26］。

根据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一般流程，本研究首先运用学界广泛采用的双重差分( difference-in-

difference，DID) 方法检验和判别环保约谈有效城市［2－4，13］，以选取典型案例样本; 其次结合前文理

论模型，设定影响动员式治理有效性的关键前因条件变量; 再次以个案为单位对数据进行汇总得

到前因变量与结果变量的所有组合，即呈现为真值表; 最后根据布尔代数对真值表进行简化以得

出导致有效和无效环保约谈的前因条件组合，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深入结果分析。

1． 案例样本选取

本文以环保约谈政策实施特征为 DID 检验构建了完备的实验场景。以 2014—2019 年间 38

个因大气污染问题而被中央环保部门约谈的地级市为样本，统计分析了约谈前后 1 年内的日均
AQI变动趋势①。在对照组建构中，分别为每 1 个约谈城市匹配同省内其他地理邻接、经济水平相

近和污染程度相似的 2 个城市，以控制其他城市因污染扩散、经济关联与同侪模仿所造成的扰动

效应［3，13，33］。每 1 个城市环保约谈治理效应的检验模型建构为式( 1) 。

AQI =π( treat × talk) +δX +μ+υ+ε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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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QI( Air Quality Index) 即空气质量指数，是 2012年 3月国家发布的新空气质量评价标准，是描述城市空气质量综合状况的
无量纲指标，综合衡量了包括 PM2．5、PM10、SO2、NO2、CO和 O3 6种污染物在内的大气污染水平。



式中: treat为观察城市虚拟变量，38 个约谈城市赋值为 1，对照组城市则为 0; talk 为时间虚拟变

量，约谈当日及之后赋值为 1，约谈前则为 0。为控制其他社会经济或自然气候因素对空气质量的

影响，参照相关研究［3－4，35］，设置虚拟变量群组 X，包括约谈前一年度的城市人均 GDP、工业增加值

占比、人口密度以及每日平均气温、是否降雨( 雪) 和平均风速。μ 和 υ 分别为时间和个体固定效

应，ε为误差项。

基于每一个环保约谈城市及其对照城市的 DID 模型检验，将分别得到双重差分系数 π，其变

量符号与显著性水平共同体现了环保约谈的实际治理成效。为了对有效环保约谈城市的前因条

件进行定性比较分析，本文将 DID项系数 π显著为负( p＜ 0．1，即被约谈后其 AQI在 99%统计水平

上显著降低) 的城市判定为环保约谈有效城市，显著为正( p＜ 0．1，即被约谈后其 AQI 在 99%统计

水平上显著上升) 的城市判定为环保约谈无效城市。最终得到环保约谈有效城市 12 个( 沈阳市、

吕梁市、郑州市、长治市、安庆市、济宁市、商丘市、阳泉市、临汾市、衡水市、晋城市、保定市) ，环保

约谈无效城市 7 个( 哈尔滨市、咸阳市、渭南市、淄博市、邯郸市、濮阳市、晋中市) 。其他城市因为

其环保约谈有效性无法进行统计意义上的可靠判断( p＞ 0．1) ，因此不纳入本研究案例样本。

2． 变量设计及赋值说明

基于前文理论模型，设定结果变量和 5 个条件变量，其描述性统计、赋值及校准依据见表 1。

结果变量:有效环保约谈。根据环保约谈所产生的实际大气环境治理效应，本文将案例样本

划分为有效约谈城市和无效约谈城市。如果某一城市在受到中央环保部门约谈后，其 1 年内空气

质量相较省内其他未约谈城市而言呈现显著改善趋势，则判定为约谈有效城市，否则为无效城市。

另外，诸多研究认为动员式治理模式及其实际成效具有典型阶段性特征［2－3，17］，因此研究中还以半

年为统计期基于 DID检验模型重新遴选案例样本进行分析，以探索环保约谈在不同时期的治理成

效及其前因条件组态的差异性。

条件变量之一:主责官员更迭。如果某一城市被中央环保部门约谈前后半年内发生官员更迭

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虽然环保约谈秉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原则，强调党委和行政部门在履

行环保责任中的同等关键性和必要性，但由于本研究 19 个案例样本中约谈对象均为政府负责人
( 即市长) ，因此仅统计市长更迭情况。统计发现，统计期内共有 10 个城市的市长出现更迭①，占样

本总数的 52．6%。

条件变量之二:社会舆论压力。通过整理案例背景资料发现，大多受约谈官员选择向社会公

开约谈内容及其整改措施，以传达政策意志、建构环保共识从而快速有效控污，但也可能采取消极

公开策略，以维护政府“良好执政形象”“降低公众污染恐慌情绪”。另外，网络媒体广泛传播所造

成的舆论扩散也会倒逼地方政府提升治理回应性、强化环保约谈治理成效［36］。本文运用网络爬

虫工具，限定关键词“环保部”“约谈”及“城市”，限定报道时间为环保约谈后 1 年之内，抓取百度

新闻中的相关报道。在变量赋值中，综合相关研究做法［8，23］，如果某一城市约谈后在官方网站披

露( gov．cn域名) 或者市长接受媒体采访专门做出回应，或者新闻报道数量在平均值以上 ( 32．316

次) ，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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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中，淄博市、邯郸市和晋中市 3 个城市市长为约谈前更迭，其他 7个城市皆为约谈后更迭。



条件变量之三:层级监管压力。通过治污减排绩效排名对下级政府官员进行监管和问责，被

视为提升政府响应力的关键手段之一［22］，同省内环保排名处于末位的城市将受到更强的、持续时

间更长的纵向监管、考核与问责压力［23］，另有研究则发现环保绩效排名的变动趋势也带来环保压

力的增减变化［37－38］。因此，本文综合环保绩效绝对排名及其相对变化进行变量赋值: 当某一城市

约谈前 1 年的污染天数省内降序排名前 2 名，或者排名有所上升并升至省内前 5 名，则该城市赋值

为 1，否则为 0。

条件变量之四:经济增长约束。参考现有研究普遍做法［31，38］，以前一年度 GDP 增速表征城市

经济约束。采取直接校准法，排序后分别在 5% ( －3．9) 、50% ( 7．4 ) 和 95% ( 9．9 ) 处取值作为锚点

进行校准。

条件变量之五:产业结构约束。以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作为产业约束的测度指标［31］，采取直

接校准法，排序后分别在 5% ( 0．335) 、50% ( 0．48) 和 95% ( 0．578) 处取值作为锚点进行校准。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其校准

变量
描述性统计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校准锚点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有效环保约谈 0．631 6 0．495 6 0 1 0 — 1

主责官员更迭 0．526 3 0．512 9 0 1 0 — 1

社会舆论压力 0．789 5 0．418 8 0 1 0 — 1

层级监管压力 0．578 9 0．507 3 0 1 0 — 1

经济增长约束 6．320 3 3．037 7 －4．7 10 －3．9 7．4 9．9

产业结构约束 0．467 5 6．736 6 0．334 1 0．579 3 0．335 0．48 0．578

四、结果分析

1．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本文首先进行单一条件必要性分析，即检验结果集合( 有效环保约谈) 是否为某一前因条件集

合的子集。一致性( Consistency) 是判定必要条件的重要标准，当一致性水平大于或等于 0．9 时，可

判定该条件变量是结果达成的必要条件［39］。覆盖率( Coverage) 则指对应条件变量能够解释结果

变量的案例比例，即经验上的解释力度。由必要条件检验结果 ( 见表 2 ) 可知，动员式环境治理所

有前因条件及其非集的一致性及覆盖率均低于 0．9，表明有效环保约谈并非某前因条件所能单独

实现，其达成与否存在“多重并发因果”，需要进一步分析条件变量的不同组合对环保约谈实际成

效的影响。

2．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当判定前因条件无法单独达致结果存在，就需要进行组态分析以揭示不同条件组态所致结果

达成的充分性，即探索 5 个前因条件构成的组态所代表的集合是否为结果集合( 有效环保约谈) 的

子集。虽然定性比较分析 ( QCA) 方法专家提出的可接受最低一致性阈值不尽相同 ( 如 0．75 和
0．8) ，但普遍认为对于小样本研究应适当提高一致性阈值［40－41］。为此，本文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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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 0．8，并在稳健性检验中设定为 0．85 重新进行检验。此外，将本文 PＲI( Proportional Ｒ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 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75，以降低潜在的矛盾组态，并根据样本规模特征将案例频

数阈值设定为 1［40］。

表 2 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前因条件
有效约谈

一致性 覆盖率

无效约谈

一致性 覆盖率

主责官员更迭 0．583 3 0．700 0 0．428 6 0．300 0

～主责官员更迭 0．416 7 0．555 6 0．571 4 0．444 4

社会舆论压力 0．833 3 0．666 7 0．714 3 0．333 3

～社会舆论压力 0．166 7 0．500 0 0．285 7 0．500 0

层级监管压力 0．666 7 0．727 3 0．428 6 0．272 7

～层级监管压力 0．333 3 0．500 0 0．571 4 0．500 0

经济增长约束 0．490 8 0．624 6 0．505 7 0．375 4

～经济增长约束 0．509 2 0．638 5 0．494 3 0．361 5

产业结构约束 0．510 0 0．660 2 0．450 0 0．339 8

～产业结构约束 0．490 0 0．604 3 0．550 0 0．395 7

注: “～”是集合论中的关系符号，表示“非”，其与条件变量组合意为该变量“不存在”或“不成立”。

fsQCA3．0 会输出复杂程度不同的 3 种解，即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其中合理有据、复杂度

适中、同时又不允许消除必要条件的中间解被认为是 QCA 研究中结果汇报和诠释的首选［40］。为

此，同现有文献普遍做法相一致，本文汇报中间解，并辅以简约解。通过中间解与简约解的嵌套关

系对比，识别每个解的核心条件:既在中间解也在简约解中出现的条件为该解的核心条件，只在中

间解中出现的条件为边缘条件［42］。基于标准分析得到有效环保约谈的不同条件组态 ( 见表 3) 。

从模型判别标准来看，无论是单个解( 组态) 还是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均大于经验临界值0．85［39］，

总体解覆盖度为 0．51，表明分析模型所产生组态具有较高的经验切题性或重要性。达成有效环保

约谈的组态有 4 个( E1a、E1b、E1c和 E2) ，其中前 3 个组态实质为二阶等价组态，即它们的核心条

件一样［42］。因此，将有效环保约谈的条件组合按以下两种模式进行分析。

( 1) 新任官员的压力回应型治理

主责官员更迭与层级监管压力是所有组合中覆盖面最大的一种条件组合方式( 统合覆盖度为
0．7549) ，说明这一条件组合是有效环保约谈的一种关键组合方式; 而从单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

关系来看，约谈有效城市案例中官员更迭均出现在约谈后半年内。这表明对于日常监管中环保绩

效较差的区域，省级政府通过快速更替地方主责官员，以图有效提升这些区域对中央环保约谈的

动员响应度和治理敏感性。同时，组态 E1a指出核心条件互补社会舆论压力能够达成有效环保约

谈，表明社会公开与舆论压力对于促成高效动员响应、有效环境改善具有辅助作用。组态 E1b 和
E1c则指出核心条件互补经济增长约束或产业结构约束两者之一可达成有效环保约谈，经济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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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与第二产业占比对于动员式环境治理成效之贡献呈现相互替代性。这可能是因为，如果第二

产业占比较低，则施行严格工业产业环境规制时，对整体经济增长影响相对较小; 而第二产业占比

更高区域虽然经济影响更大，但由于前一年经济增速较低，则新任官员施行严格环保措施时所受

经济增长压力更小，被约谈后更能够有效改善环境。以长治市为例，在 2016 年 4 月被约谈前其持

续恶化的空气质量①就已引发上级监管部门关注，在此压力下，次月就任的代市长卢建明在莅任当

月就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大气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并火速通过《长治市大气污染防

治专项行动方案》，以铁腕手段开展治污攻坚。虽然长治经济高度依赖第二产业( 2015 年占 GDP

比重为 51．1% ) ，对制造业和建筑业施行的严格环境规制无疑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冲击，但该市

同年度 GDP 增长率仅为－2．9%，意味着新任市长全面治污的经济增长压力更小。

( 2) 多重监管压力下的全方位控污

组态 E2 指出社会舆论压力、层级监管压力和低产业结构约束为核心条件，互补低经济增长约

束可以实现有效环保约谈，这一路径并不包含官员更迭条件变量。这表明，在未有市长更替的前

提条件下，通过强化纵向的常规环保监管，并推动舆论公开和广泛社会参与形成治理与监督合力，

依然可以实现有效的官僚和社会动员，取得有效环保约谈治理成效，但需以较低第二产业占比与

经济增长成本作为共生条件。例如，保定市在 2019 年 6 月被约谈前也面临严重秋冬季大气污染

问题，生态环境部指出其原因主要在于散煤改造和清洁取暖中的督导监管不严等履职不力问题②。

为此，河北省大气办强化监管责任，制定印发监管方案，加大对农村地区严防散煤复燃的监督检查

力度③;相应地，保定市在 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部署中，首要措施就是加强
“推进清洁取暖，治理散煤污染”工作，为散煤管控建设网格化管理机制、开设宣传引导和投诉举报

渠道，多举并进基本实现全市域平原村无煤化取暖; 另外，保定市还采取了调整产业和能源结构、

治理扬尘污染、实施建筑节能、完善监测监控网络等多项治污举措。得益于此，在环保约谈后保定

市空气质量改善幅度全省第一，并脱离了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倒数十名排位区。值得

指出的是，衡水市虽可依循路径 E1a实现约谈有效，但其第二产业占比 46．2%，远低于该路径其他

覆盖城市，因此又以低产业结构约束为核心条件，这表明无论是否进行主责官员更迭，低经济成本

和增长压力都是实施严格控污措施的必要前提。

无效约谈案例分析产生 3 个条件组态。①组态 ～ E1 的核心条件为未有官员更迭和低社会舆

论压力，即便其面临更强的纵向环保监管压力或者更低的产业约束，该路径依然指向无效环保约

谈，其覆盖案例为哈尔滨市和渭南市，这表明如果动员式环境治理仅依赖于传统的、官僚系统内部

的科层运作体制，则可能因为地方官僚的纵向政治动力不足和外部监督压力较低而呈现更低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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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长治生态环境局公布数据，长治市空气质量由 5年前的全省最优下降至 2015年全省倒数第 2，至 2016年 4月被环保约
谈前夕，综合质量指数更是同比上升 32．4%，这一恶化趋势被山西省和中央环保部门所关注，参见: https: ∥hbdc．mee．gov．cn /hbdt /
sxdt /201612 / t20161219_371415．shtml．

生态环境部 2019年初抽查发现，保定市 2018年洁净煤推广任务仅完成 29．1%，已完成清洁化替代的村庄散煤复燃比例高
达 36．1%，大量散煤游离于监管之外，体现出“保定市对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研判调度不足，督导考核不严，推进力度减弱，重点任务
推进不力，污染管控不到位”，参见: https:∥www．mee．gov．cn /xxgk2018 /xxgk /xxgk15 /201906 / t20190613_706434．html．

2019年秋冬季，按照河北省委、省政府部署，河北省将农村地区严防散煤复燃定为生态环境执法检查的重点工作，参见:
http:∥www．scio．gov．cn /xwfbh /gssxwfbh /xwfbh /hebei /document /1668607 /1668607．htm．



员响应度。例如，渭南市在受到环保约谈后，各部门一段时间内仍然“未形成主体责任意识”“态度

消极，互相推诿，相互埋怨”;渭南市委在得到省委授意后，不得已采取了“先处理人，再处理污染”

的政治决断①，才得以将各级官员动员起来。②组态 ～E2 的核心条件为低层级监管压力、高经济约

束和高产业约束，即便发生官员更迭且社会舆论压力较高，该路径依然导致无效环保约谈，其覆盖

案例为淄博市和邯郸市，表明在纵向环保监管压力较低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能会为了保持经济

高速增长而消极地、权宜性地执行动员式环境政策，且如果第二产业占比更高则其动员响应更低。

③组态 ～E3 的核心条件为发生官员更迭、低层级监管压力和低产业结构约束，互补社会舆论压力

和低经济增长压力，该路径导致无效环保约谈，其覆盖路径为晋中市，表明即便进行官员轮替以打

破地方主义，消除潜在政企合谋关系，但是当发起动员治理的中央环保部门回归官僚传统、而省级

环保监管未能持续高压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可能会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推动经济增长而非环保

工作，动员式环境治理也将难以获得实效。
表 3 有效与无效环保约谈的条件组态

条件变量
有效约谈的条件组态

E1a E1b E1c E2

无效约谈的条件组态

～E1 ～ E2 ～ E3

主责官员更迭 ⊗

社会舆论压力 ⊗

层级监管压力 ⊗ ⊗

经济增长约束 ⊗ ⊗ ⊗

产业结构约束 ⊗ ⊗ ⊗ ⊗

一致性 1 1 1 0．974 7 1 0．972 2 0．953 8

原始覆盖度 0．333 3 0．235 8 0．185 8 0．160 8 0．221 4 0．2 0．177 1

唯一覆盖度 0．315 33 0．052 5 0．02 0．06 0．221 4 0．055 7 0．032 9

覆盖案例
长治、安庆

郑州、衡水

安庆

商丘

沈阳

长治

衡水

保定

哈尔滨

渭南

淄博

邯郸
晋中

总体解覆盖度 0．51 0．454 3

总体解一致性 0．991 9 0．981 5

注:按照学界普遍采用的结果呈现形式［39，42］，实心圆标示条件存在，含叉圆标示条件不存在，空白格则标示了介于两者
之间的模糊状态。大圆为核心条件，即同时存在于简约解和中间解之中;小圆为辅助条件，即仅存在于中间解中，下表同。

此外，为了探索环保约谈在不同时期的治理成效及其前因条件组态的差异性，研究还以半年

为统计期间，重新筛选案例样本并进行定性比较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一方面，相较于一年统计

期的分析结果，主责官员更迭与层级监管压力条件组合的覆盖度显著降低( 0．279) ，仅为组态 SE1

的核心条件，且需互补高产业结构约束，这表明，在动员式环境治理施行初期，新莅任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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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6年 11月 3日渭南市市长被环保部约谈后，面对各级官员主体责任淡薄、突击整治成效不彰的问题，市委书记陆治原在
25日召开全市环保大会，市纪委书记出席会议，并当场宣布对负有领导责任的 12 名市管处级干部进行追责，参见: http: ∥news．
sohu．com /20161212 /n475601034．shtml．



负责人尚需一定时间来熟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行政情境并进而将纵向传达的环保意志和

政策转化为切实环境治理成效，而省级环保监管成效更多则呈现在中央环保部门回归后的动员过

程的中后期阶段。另一方面，综合有效和无效环保约谈的条件组态可以看出，社会舆论压力与产

业结构约束构成短期有效环保约谈的主要条件( 原始覆盖度为 0．543) ，这表明，通过社会公开、构

建多方参与的政策执行网络，能够有效形成多主体力量全方位监督与管理的压力体系，提升体制

内动员的外部有效参与，从而督促地方政府采取快速有效的减排控污政策规制。对工业产业占比

较高的城市而言，在面对动员式治理的高压环保政策时，往往会采取限工限产或其他极端“休克

式”①对策，以图通过降低工业排放来快速改善空气质量，然而这些对策措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低

效率高排放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类型，而仅仅以沉重的短期投入和巨大的经济成本来临时改善环

境，因此往往难以为继，其治理成效也仅能在短期内显著［30］。
表 4 以半年为统计期间的环保约谈条件组态

条件变量
短期有效约谈的条件组态

SE1 SE2 SE3

短期无效约谈的条件组态

～ SE1a ～ SE1b ～ SE2 ～ SE3

主责官员更迭 ⊗ ⊗

社会舆论压力 ⊗

层级监管压力 ⊗ ⊗ ⊗ ⊗

经济增长约束 ⊗ ⊗

产业结构约束 ⊗ ⊗ ⊗ ⊗

一致性 1 0．966 9 0．954 5 0．985 1 0．983 7 0．916 7 1

原始覆盖度 0．279 0．175 0．168 0．264 0．242 0．231 0．141

唯一覆盖度 0．17 0．066 0．168 0．08 0．058 0．047 0．141

覆盖案例
长治、沈阳

安庆

衡水

邯郸

阳泉

济宁

承德

晋中

晋中

邢台

廊坊

晋中

哈尔滨

渭南

总体解覆盖度 0．513 0．51

总体解一致性 0．973 4 0．960 5

注:在半年统计期内，环保约谈有效的城市有 10个( 沈阳市、郑州市、长治市、安庆市、济宁市、阳泉市、临汾市、衡水市、邯
郸市②、晋城) ，无效城市 10个( 安阳市、哈尔滨市、承德市、邢台市、渭南市、淄博市、邯郸市、廊坊市、濮阳市、晋中市) 。

3． 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有效环保约谈的前因组态进行了稳健性检验［39－40］。首先，将原始一致性阈值由 0．80

提高到 0．85，产生组态一致;其次，改变测量方法，将经济增长约束和产业结构约束两个变量完全

不隶属和完全隶属校准锚点由 5%和 95%调整为 10%和 90%，产生组态一致; 最后，为了排除二次

约谈所产生的干扰效应，从样本案例中剔除 2018 年 8 月被约谈的山西晋城市，重新进行分析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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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临沂市为例，其市长在被环保部约谈 5天后，突击对全市 57家污染大户紧急停产整顿，对 412家企业限产，造成全市 6 万
多人直接失业，临沂市的约谈应对措施被《南方周末》等媒体称为“休克式”治霾，参见: http:∥www．infzm．com /content /110350．

此处邯郸市为 2017年 8月受到约谈的案例样本，无效城市样本中的邯郸市则为 2018年 5月受到的第二次约谈。



生组态一致，总体解覆盖率上升到 0．540 9。总的来看，前述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稳健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探索和检验动员式环境治理之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多重交叉作用机制，本文结合动员

式治理理论和地方官员所面临的制度空间及动员响应策略，以中央环保约谈为案例进行了模糊集

定性比较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第一，主责官员更迭是动员式环境治理有效的关键要素。长治市、安庆市、商丘市、沈阳市等

城市受到环保部门约谈后，通过快速更替市长这一非常规性措施进而实现环境显著改善。官员更

迭能够震断政企合谋联结，打破裙带共谋关系，有利于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动员、实行严格有效的环

境治理措施。当然，基于不同观察期间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实践中需要注意官员更迭影响动员

成效的时效性特征，亦即:一方面，新任官员需经历必要的环境熟悉过程和决策制定流程才能将上

级环保意志和政策转化为切实成效，过于频繁的官员更迭也可能会破坏地方政策的连续性和多元

共治的伙伴关系［13］，因此应进行进一步分析检验，以衡定环境有效治理的合理任期; 另一方面，新

任官员所便宜采取的行业关停、道路封禁及其他“一刀切”环保措施仅能在短期有效，仅仅依靠纵

向官僚控制可能只能取得阶段性治理成效而无法形成环保长效机制，因此动员式环境治理的施行

不能脱离常规性环保监管机制建设过程。

第二，常规性环保监管机制是动员式环境治理有效实施的基础和保障。根据我国地方政府普

遍施行的环保绩效排名末位问责机制，衡水市、沈阳市、保定市等城市因省内污染排名突前而受到

省级政府常规性环保监管的压力更大［22］，因此，即便在中央环保部门完成跨省级施压后依然呈现

明显的环境改善。这表明动员式环境治理结合常规环境治理机制能够取得更为显著的、持续性的

治理成效:一方面，常规性环保监管机制能够承接起中央动员力量退场后的施压主体角色，并通过

进一步的政策转换和次级官员动员持续推动压力变现; 另一方面，省级环保监管部门也得以搭乘

动员式环境治理的“便车”从而助推常规环保整治任务目标的实现［43］。因此，推动环境治理体系

现代化、实现生态环境良序善治，既要在法治制度体系、纵向权责配置、官僚激励机制等方面完善

常规环境治理体制，也要探索和完善环保约谈、督察与专项整治运动等非常规环境治理模式，实现

科层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与动员治理有效性、灵活性之间的平衡与嵌构。

第三，多元参与下的协同共治是动员式机制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条件。无论是从环保约谈初

期效果还是从年度整体成效来看，半数以上约谈有效城市都面临着显著更高的社会舆论压力，诸

如邯郸市、保定市等城市更是通过公开问责、社会宣传与舆论监督等措施建构起了多元协同共治

的“大环保”格局，在环保约谈后实现了有效环境改善。因此，动员式环境治理要以舆论压力和社

会参与为保障条件，一方面要强化信息公开和社会关注，保障公众和媒体的全过程知情与舆论参

与，围绕动员对象形成体制内外的全方位舆论高压; 另一方面则应完善公众意见表达与对话沟通

的渠道与平台，增强动员式环境治理的社会响应与支持，避免基层官僚在环保意志变现与环境政

策落实中的虚假执行与信息遮蔽问题。

总的来看，本研究表明在环保约谈实施中，主责官员更迭、常规监管机制和多元协同参与等多

重因素并发组合，能够有效提升地方官员的动员响应成效、切实实现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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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深化了对动员式环境治理体制的理论认知与实践探索。然而，本文存在两方面研究局限有待

进一步厘析:一方面，变量框架并不能全然涵盖动员式环境治理的诸种影响因素，后续研究仍需深

化探索诸如中央动员能力与问责强度、环保运动中的职能间协同等其他影响因素的具体作用机

制;另一方面，本文仅能呈现过去阶段因大气污染而施行的环保约谈的有效路径，后续研究应持续

观察多个领域开展的动员式治理实践，以厘析和展现其持续变化的效应条件。

［参 考 文 献］

［1］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J］．开放时代，2012( 9) : 105－125．

［2］张振波．政企合谋、动员式治理与环境质量的阶段性改善: 基于中央环保约谈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评论，

2021( 3) : 33－52．

［3］吴建南，文婧，秦朝．环保约谈管用吗? ———来自中国城市大气污染治理的证据［J］．中国软科学，2018( 11) : 66

－75．

［4］吴建祖，王蓉娟．环保约谈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了吗?: 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

报，2019( 1) : 54－65．

［5］冯贵霞．“共识互动式”环保政策执行网络的形成:以环保约谈制为例［J］．东岳论丛，2016( 4) : 55－61．

［6］KENNEDY J J，CHEN D．State capacity and cadre mobilization in China: the elasticit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8( 111) : 393－405．

［7］李智超，刘少丹，杨帆．环保督察、政商关系与空气污染治理效果: 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准实验研究［J］．公共管

理评论，2021( 4) : 105－131．

［8］王蓉娟，吴建祖．环保约谈制度何以有效:基于 29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12) : 103－111．

［9］王辉．运动式治理转向长效治理的制度变迁机制研究: 以川东 T 区“活禽禁宰”运动为个例［J］．公共管理学报，

2018( 1) : 71－83．

［10］李里峰．运动式治理:一项关于土改的政治学分析［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4) : 71－77．

［11］狄金华．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对中国中部地区麦乡“植树造林”中心工作的个案

研究［J］．社会，2010( 3) : 83－106．

［12］唐贤兴．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对“运动式治理”的一个解释［J］．学习与探索，2009( 3) : 59－65．

［13］ZHANG Z B，WANG J． Undermining or remodeling: effects of leadership rotation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authoritarian

environmentalism in China［J］．Energy Policy，2022，161: 112743．

［14］苑春荟，燕阳．中央环保督察:压力型环境治理模式的自我调适———一项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案例研究［J］．治理

研究，2020( 1) : 57－68．

［15］文宏，崔铁．运动式治理中的层级协同: 实现机制与内在逻辑———一项基于内容分析的研究［J］．公共行政评

论，2016( 6) : 113－133．

［16］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J］．开放时代，2011( 1) : 73－97．

［17］刘张力，吴建南．中央环保督察改善空气质量了吗?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

2019( 2) : 23－42．

［18］王智睿，赵聚军．运动式环境治理的类型学研究: 基于多案例的比较分析［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 2) :

62－78．

［19］徐岩，范娜娜，陈那波．合法性承载:对运动式治理及其转变的新解释———以 A 市 18 年创卫历程为例［J］．公共

行政评论，2015( 2) : 22－46．

23

张振波等 动员式环境治理何以有效?



［20］庄玉乙，胡蓉，游宇．环保督察与地方环保部门的组织调适和扩权: 以 H 省 S 县为例［J］．公共行政评论，2019

( 2) : 5－22．

［21］王凡凡．挂牌督办改善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了吗?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J］．公共行政评论，2021

( 1) : 191－216．

［22］马亮．绩效排名、政府响应与环境治理:中国城市空气污染控制的实证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6( 8) : 66－73．

［23］孙昕聪，黄靖，魏姝．环保约谈机制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基于 40个地级市空气治理案例的比较分析［J］．城

市问题，2020( 11) : 68－81．

［24］徐换歌．评比表彰何以促进污染治理? ———来自文明城市评比的经验证据［J］．公共行政评论，2020 ( 6 ) :

151－169．

［25］杨志，魏姝．政策爆发生成机理:影响因素、组合路径及耦合机制———基于 25 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J］．公共

管理学报，2020( 2) : 14－26．

［26］ＲAGIN C C．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 19－34．

［27］张军，高远．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7( 11) : 91－103．

［28］郭峰，石庆玲．官员更替、合谋震慑与空气质量的临时性改善［J］．经济研究，2017( 7) : 155－168．

［29］郁建兴，高翔．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12( 5) : 95－112．

［30］LIU N N，LO C W H，ZHAN X，et al． Campaign-style enforcement and regulatory compliance［J］． Public

Administration Ｒeview，2015( 1) : 85－95．

［31］张国兴，林伟纯，郎玫．中央环保督察下的地方环境治理行为发生机制: 基于 30 个案例的 fsQCA 分析［J］．管理

评论，2021( 7) : 326－336．

［32］曾倩，曾先峰，岳婧霞．产业结构、环境规制与环境质量: 基于中国省际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管理评论，

2020( 5) : 65－75．

［33］MA Y Ｒ，JI Q，FAN Y． Spatial linkag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regional economic activities on PM2．5 pollu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6，139: 1157－1167．

［34］万筠，王佃利．中国邻避冲突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

2019( 1) : 66－76．

［35］TANAKA 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air pollution in China and their impact on infant mortality［J］．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15，42: 90－103．

［36］张勤．网络舆情的生态治理与政府信任重塑［J］．中国行政管理，2014( 4) : 40－44．

［37］HU X，LI O Z，LIN Y． Particles，pollutions and prices［Ｒ］． SSＲN Working Paper，2014．

［38］黎文靖，郑曼妮．空气污染的治理机制及其作用效果: 来自地级市的经验数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6 ( 4) :

93－109．

［39］ＲAGIN C C． Ｒ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40］张明，杜运周．组织与管理研究中 QCA方法的应用:定位、策略和方向［J］．管理学报，2019( 9) : 1312－1323．

［41］SCHNEIDEＲ C Q，WAGEMANN C． 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guide to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108－112．

［42］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su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1( 2) : 393－420．

［43］文宏，杜菲菲．借势赋能: “常规”嵌入“运动”的一个解释性框架———基于 A 市“创文”与营商环境优化工作的

考察［J］．中国行政管理，2021( 3) : 100－106．

［责任编辑 章 诚］

33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Abstract
On Theoretical System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YANG Zhihua，XIU Huishuang，BAO Haoru
Abstract: Why should we build a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hat kind in specific should be
constructed，and how to implement the construction are the main themes that run through the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and penetrate into its theoretical system． Xi' 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which has
been gradually founded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gives systematical answers to the above questions on the basis of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an socialist approach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basic viewpoints． Firstly，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realistic needs and future vision，it gives
comprehensive answers to why we should build a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condly，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modernization，nature view and development view，it clarifies dialecticall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man and nature，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and exemplifies what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like; finally，from the three links of building subject，governance
approach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it explains how to build a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udy On Socialist Approach to Ecological Secu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FENG Qilong
Abstract: National security is the premise，foundation and guarantee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The Socialist
approach of ecological secu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which includes not only the good state of ecological system itself，but also its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ts connotation covers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including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and the systematic
approach to ecological security，which constitutes an organic unity of multiple states，dynamic and steady，whole and part，absolute
and relative，time and space，objective and subjective，etc． The Socialist approach to ecological secu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people' s better
life，and the integral componen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wi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to build an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y is Mobilize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ffective?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ve Interviews ZHANG Zhenbo，XING Junyi，SUN Xuan
Abstract: Mobilize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mobilization response and policy compliance of the
hierarchical bureaucracy． Its effectiveness relies on the complex governance situations，complicated conditions，and appropriate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ions faced by local officials． This paper conducts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zzy sets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ve interviews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ffective mobilized governance and the
complex mechanism of action under multiple concurrencies．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Firstly，the post transfer of the
responsible officials can disconnect the collus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break the nepotism complicity，and help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ively respond to mobilization and implement stric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owever，in practice，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time lines of the post transfer． Secondly，after the administrative mobilization at central government
level quits，conventional supervisory mechanism can take over the major role and continue constructing a driving force through further
policy transformation and sub-bureaucratic mobilization，which means mobilized governance should not be deprived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conventional system and mechanism． Therefore， the balance and inlay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bureaucratic governance and the effectiveness and flexibility of mobilized governance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irdly，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under multiple particip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effective mobilized governance，which
requires public opinion pressur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s a guarantee．
The Impa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Peasa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in Ｒur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Capital Level and Structure Yang Siyu，Yang Jianghua
Abstract: Enhancing the peasant' s enthusiasm to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social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ly livable villages in China． Based on a survey data of 820 households in Fujian，Henan and
Sichuan，this paper obtains peasant's livelihood capital by using entropy method and double hurdle model to analyze the peasant' 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capital level and structure，this paper finds:
peasant livelihood capital endowment is uneven in terms of level and structure． The incensement of total livelihood capital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livelihood capital structure are conducive to the higher willingness of peasant to environment governance，among
which human capital shows the greatest impact． Therefore，improving the level of peasants' livelihood capital，focusing on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livelihood capital through peasant human capital，is an important initiative to enhance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Ｒesponsibility on Consumers' Green Purchasing Behavior: On Chained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
of Green Self-efficacy and Green Perceived Value DU Jianguo，DUAN Shengli
Abstract: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s an individual cognition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an important
internal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green purchase behavior． Based on the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model and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this paper introduces two mediating variables，green self-efficacy and green perceived
value，and establishes a chained mediating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consumers' green purchasing behavior．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and empirical analysis was made by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bootstrap confidence 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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